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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采用 1997-2018 年中国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以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三地州等共计 658 个贫困县域数据，分析了资本

技术构成变化和政府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以人民为中心

的脱贫攻坚战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对其经济增长的

影响处于“U”型曲线的右端，表明政府能有效促进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贫困县域所面

临的“贫困陷阱圈”窘境使其资本技术构成未能有效地驱动该地区的技术进步，其资本技

术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存在水平效应而没能发挥其技术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对

推进贫困县域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有重要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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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2015 年底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 个贫困县和 12.8 万个

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630 万人，然而截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贵州、甘肃、广西、四川、宁夏、

新疆、云南、安徽、江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西藏、陕西、青海、湖北等 22 个省区市的贫困县，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历史性解决。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长效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和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从图 1 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不同年度统计标准下的贫困发生率都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2010 年标准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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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发生率下降得尤为迅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贫困标准的相对变动，推动相对贫困地区

的经济增长及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长期话题。

①　慎海雄：《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第 206 页。

②　具体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详见后文。

图 1　贫困发生率及贫困县域 GDP 均值增长率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值增长率变动

注：（1）1978 年标准：1978-1999 年称为农村贫困标准，2000-2007 年称为农村绝对贫困标准；（2）2008 年标准：

2000-2007 年称为农村低收入标准，2008-2010 年称为农村贫困标准；（3）2010 年标准：即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

生活水平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

数据来源：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贫困县域 GDP 均值增长率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值增长

率的原始数据来自于 1998-2019 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并经作者计算而得，对于其中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我们采

用均值插值法或环比插值法进行数据补齐处理。

不难看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以及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围绕大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而展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人本思想。因此，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

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与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大力扶持和积极有为密切相关的。1997-2018 年间，中国贫困县域 GDP 均值增长率

及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值增长率的变动都呈现比较明显的非线性变动的特征，②并且两者的变动趋势较

为一致（如图 1 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经济增长是市场机制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综合作用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以及贫困县

域的经济增长更是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有效配合。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脱贫攻坚战体现出怎样的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贫困县域公共财政支出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考察的。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中，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劳动力这一主观能动因素积极作用于不同生产资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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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劳动的过程，而这两者之间的比例结构则是反映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匹配效率以及助推生产技术水平

提高的重要维度。鉴于此，我们拟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政府财政支出，以及

经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两大要素内部结构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剖析它们对中国贫困县域经

济增长的具体作用，以期在后脱贫时代为推动中国贫困县域经济持续发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中国脱贫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研究话题（谢岳，2020；Xu 和 Gong，2020），不同学者采用

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较为集中地从财政视角剖析了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效果，并且得

出了各不相同的研究结论（邓金钱，2020；解垩和宋颜群，2020）。第一，现有研究大部分使用中国省

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财政分权的指标并采用计量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财政分权对中国区域（农村）

脱贫的影响，发现预算内收支分权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储德银和赵飞，2013），或者财政

分权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段迎君和傅帅雄，2020）。第二，使用（某几个省所属的）地级市

（州）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财政金融的扶贫绩效。例如，杜兴洋等（2019）分析发现湖南省不

同城市的金融扶贫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第三，采用不同年份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或其他贫困县所构成

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作用（马光荣等，

2016），或者研究发现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后国家级贫困县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升（范子英和

高跃光，2019），财政转移支付既有“输血”作用也有“造血”作用（李丹等，2019）。第四，采用微

观调查数据探讨政府财政的减贫效果（解垩，2019）。譬如，吴本健等（2019）使用 11228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数据并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李晓嘉等

（2019）利用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

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

总体上，现有从财政理论探讨中国脱贫攻坚问题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财政学理论或者西方经

济学理论为基础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审视财政理论对中国脱贫攻坚作用效果的研究

则相对不足。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财政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邓子基，

1990），并且近年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财政学的成果逐渐增多。王玉玲和赵晓明（2018）

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规定了中国财政学的主体、内在机制、逻辑前提和核心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国家

观为指导的中国财政学的主体是全体公民，内在机制是社会主义法制，逻辑前提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核心概念是公共利益。王艺明（2018）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财

政领域的最新体现，财政不仅在经济层面发挥着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

在国家治理层面保障每个公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享有公平正义。杨斌（2020）认为全民所有制收

益权益应当归属于全体人民，让全民人人享有全民财产收益或权益，不仅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得到实

际体现，还会让全体人民因此获得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收入和基础的社会保险，根除绝对贫困和基本的

收入差距。特别地，王艺明和胡久凯（2018）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

付模型，研究发现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但不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率，还会促进整体消

费增长率的最大化，缩小地区间差距。

近年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贫困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增加，主要包括挖掘与梳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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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反贫（减贫）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孙咏梅，2020），普遍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工人贫

困的总根源（蒋永穆等，2020；孙咏梅，2020），并且探讨了中国当前精准扶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和创新之处（檀学文和李静，2017；李萍和田世野，2019）。然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视角探讨中

国政府财政支出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仍显不足，直接从资本技术构成维度研究贫困县经济增

长问题的文献则尚付阙如。

在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增长对贫困地区发展的作用方面，现有研究也基本上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进行

考察，例如探讨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涓滴效应或对不同群体的作用差异等（Besley 和 Burgess，2003；Luo，

201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不难发现，经济增长过程是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物质资本

和劳动力要素有效匹配并且后者对前者进行加工制造的过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及产出增长过

程均可归结到劳动力这一主观能动要素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作用于物化劳动的过程。然而，贫困地区不

仅存在着物质资料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短板，而且在生产技术进步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理论出发，阐述中国脱贫攻坚战过程中财

政支出以人为本这一基本要义，进而探讨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另一方面，从马克

思主义生产理论的资本技术构成出发，具体探讨资本技术构成所体现出来的要素匹配要求以及对技术进

步的推动作用，并由此探析它们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基础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为引导政府助力贫困县域经济增长奠定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论本色，而以劳动力能动要素为主导的市场要素自发流动与组合则规定了各贫困县域中的生产技

术水平和要素匹配结构，从而影响着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

（一）资本技术构成竞劣变动影响下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无形的手”

马克思深入剖析了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之间的内在结构变动对产出水平和经济社会的

影响。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中把资本技术构成定义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

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而资本有机构成则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

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①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

相对减少”，并且把这种“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视为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②

资本技术构成所反映出来的是劳动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对物化劳动进行支配的技术能力，“由于社会劳

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③。由此可见，资本技术构成一方

面反映出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亦即资本技术构成对经济

增长带来的水平效应；另一方面还天然孕育着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亦即资本技术构成的技术增长效应。

就资本技术构成所伴随的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而言，一方面，贫困地区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相对落后

及物质资本匮乏的处境，无法吸引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流入，从而无法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注入必要的资本

规模；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还面临着本地人口外流的困境，青壮年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70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718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7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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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外流到其他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作。这两方面的作

用使得在贫困县域的经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

力两大要素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匹配效率。具体来说，

贫困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物质资本和劳动力

等基本生产要素相对匮乏的窘境，进而不能形成反映技

术进步正向维度的资本技术构成，甚至造成“物质资本

匮乏、资本吸引力丧失及相对高素质劳动力外流→资本

技术构成扭曲及竞劣变动→贫困县域技术进步阻滞→

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驱动力受阻→物质资本

更加匮乏、资本吸引力进一步丧失及相对高素质劳动力

加速外流”的“贫困陷阱圈”（如图 2 所示），致使市

场机制难以有效助推贫困县域经济增长。

在“贫困陷阱圈”致使资本技术构成所孕育的技术增长效应无法显现的情况下，贫困县域经济增长

主要依靠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投入数量变化，亦即资本技术构成所呈现的产出水平效应。在贫困

县域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只要该地区这两者的投入数量比例有所增长——尽管这种增

长并不是该地区资本技术构成技术增长效应的准确反映，但该地区所投入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支

配更多的生产资料，从而助推其经济增长。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贫困县域资本技术构成的竞劣变动未能形成技术增长效应，致使贫困县域陷入“贫困陷阱圈”，

不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贫困县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技术构成的产出水平效应。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财政扶贫的实践

马克思考察了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工人带来的巨大损害和贫困积累

问题。在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家把商品生产过程当成“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①。马克思在

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发现“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

在可怕’”②。由于资本家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对室内空间（进而对建筑物）的节约，对通风设备的节约，再

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③。可见，资本在其竭尽全力地

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

动力”④。因此在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⑤。

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过程中机器的广泛使用，因机器使用而排挤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也逐渐增加，

失业工人也就日益陷入到贫困甚至赤贫的境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

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⑥，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

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⑦。随后，马克思在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6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2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 106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307 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604 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496 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697 页。

图 2　资本技术构成竞劣变动与

贫困县域面临的“贫困陷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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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资本积累过程中农业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机制时发现，“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

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鉴于此，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后认为，相对

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并且“相对过剩人口的

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①。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忽视了劳动者健康及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探讨

了在未来更高级人类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不仅是要促使生产资料和

消费资料的日益富足，而且更要实现广大劳动者在精神上的发展。对此恩格斯认为“通过社会生产，不

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

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故“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

也包括思维的能力”③，并且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都是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譬如，“两步走”战略目标着力

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目的“是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⑤。

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扶贫理念可以摆脱私人资本以利润为中心而诱发贫困积累的内在缺陷，彻底摆

脱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贫困制度内生痼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加大扶贫财政支出预算

是为了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该地区人民生活福祉的改善，全力开展脱贫攻坚工程的目的就是“保证

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⑥。

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一方面能够为贫困县域经济增长注入必要的物质资本，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

尤其是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或现金补助会有效降低贫困（Imai, 2011；Gertler 等 , 2012）。另一方面，

由于财政扶贫支出的“输血”功能往往强于其“造血”功能，这容易使受益人群产生“等靠要”的懒惰

心理以及产生“养懒人”情况，从而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汪三贵，1994；李波等，2017）。特别地，

依据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可知，由于贫困县域普遍面临资本匮乏问题，当

贫困县域财政支出规模相对较小的时候，其经济增长效应将会拉大收入差距，致使扶贫成果无法全面惠

及贫困者，进而抵消甚至超过政府财政支出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效应。当贫困县域政府持续发力并形成一

定规模财政支出后，其经济增长效应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所产生的脱贫效应与其经济增长效应

相互叠加，形成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事实上，已有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了财政物质资本支出与减

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刘明慧和章润兰，2020），或者探究了财政扶贫资金人均补贴在不同门槛阶段对

经济增长所呈现的不同作用（杨振山等，2020）。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长在达到一定规模前将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然而一旦形成一定规模

后则有利于助推贫困县域经济增长，亦即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对其经济增长具有“U”型的非线性关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740-7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6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 33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294 页。

⑤　《新时代 新理论 新征程》编写组：《新时代 新理论 新征程》，人民出版社，2018，第 63 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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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设贫困县域 i 的产出函数采用如下 C-D 形式：

Yit = Ait Kit
α Lit

β Git
φ                                                               （1）

其中，0<α<1，0<β<1，0<φ<1，Y 为产出水平，A 为生产技术水平，K 为物质资本或者说物化劳动，

L 为劳动力，G 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如前所述，从资本技术构成（R）的定义（即 Rit=Kit /Lit ）及其理论含义易知，它蕴含再生产过程中生产

技术水平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将技术进步（Ait）设为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率（gR）的函数，以此捕获资本技

术构成变动对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结合资本技术构成的关系，将（1）式的生产函数扩展为如下形式：

Yit =exp( κ0+κ1 gR+εit)Rit
α Lit

α+β Git
φ                                               （2）

从（2）式中易知，借助于资本技术构成这一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例可以把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

本对产出的影响“还原”到劳动力这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本质因素上，从而引入了资本技术构成对产

出增长的水平效应。特别地，资本技术构成进入生产函数也表明劳动力从事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将其劳

动力使用价值作用于物质资本而进行的使用价值生产以及价值增殖有机统一的过程。这一处理方式不

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对物质资本在存

量和流量方面的分歧以及在估算方法上的争议。

由于地方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作用，即为了验证假说 2 的成立性，我们对

（2）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再引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二次项以及相关控制变量，设定如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lnYit =κ0+κ1 gR+αlnRit +(α+β)lnLit +φ lnGit +γ(lnGit )
2 +θX+εit                    （3）

其中，κ0 为常数项，X 为控制变量矩阵，εit 为随机扰动项。

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跨期关联特征，故在计量回归模型中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

用于控制经济增长的这种时间惯性并解决遗漏变量问题，由此可得如下适用于 GMM 方法来估计的动态面

板回归模型：

lnYit =κ0+κ1 gR+η lnYit-1+α lnRit +(α+β)lnLit +φ lnGit +γ(lnGit )
2+θX+εit              （4）

（二）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在变量构造方面，第一，被解释变量为贫困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与乡村从业人员数比值的对数（lngdp），

用于衡量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①第二，考虑到中国县域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农业机械总动

力与乡村从业人员数之比的对数作为各县域资本技术构成的替代指标（lnocc），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各贫

困县域历年的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率（gocc）。第三，采用贫困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值作为政府

财政支出的替代指标（lnG）。第四，用对数化后的乡村从业人员数作为各贫困县域的就业人数的代理变

量（lnL）。第五，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为了控制产业结构变动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武汉大学

国发院脱贫攻坚研究课题组，2019），并且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以及贫困县域基本上以农业和工业为主

①　按照《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的解释：乡村从业人员指乡村人口中 16 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

币收入的人员 , 既包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 , 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

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 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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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我们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贫困县域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lncyjg）。第

六，街道办事处作为地方政府借助“同心圆”结构实现社会管理的“影子雇员”，它会挤占本应用于公

共服务的人力与财政资源（吕芳，2015）。特别是，当街道辖区内部环境处于高度不确定时，街道的其

余任务便呈现出弱激励的特征，形成强负向、弱正向激励；当街道辖区内部环境较为稳定、维稳任务量

相对下降时，街道办事处就会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在基层治理优化上，满足正向激励要求（杨佳譞和孙涛，

2019）。为了识别作为贫困县“影子雇员”的街道办事处在助推经济增长方面可能存在的这种正负两方

面的作用，我们纳入对数化后的街道办事处个数（lnjdb）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于 1998-2019 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在贫困县域的选取方面，我们参照《扶贫办关

于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搜集整理了 1998-2019 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数据相

对完整的贫困县区，包含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

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及已明确实

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区（即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包括云南、四川、甘肃及青海四省）、新疆南疆三地

州（包括新疆自治区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等地方的共计 658 个贫困县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11-2012 年各县域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普遍缺失同时考虑到这一数据的重要性，我

们使用插值法将这些数据补齐。具体做法是，先借用上一年的环比增长率推算出 2011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然后为了熨平 2012-2013 年间因数值估算而可能引发的较大波动，我们采用 2011 年和 2013 年这两年地区生产

总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2012 年地区生产总值。其他变量中的部分缺失数据也按此方法进行处理。表 1 给出了上

述变量的统计信息，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小于 10。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被解释变量

lngdp 13134 11.8183 1.4213 5.9915 16.2049

解释变量及主要控制变量

gocc 7858 0.1055 0.4941 -1 15.6667 1.03

lnocc 8616 -0.2238 0.0376 -3.0910 0.7714 1.34

lnG 14366 10.6386 1.4810 4.6052 13.9963 1.80

lnL 9830 3.0653 1.1025 0 5.4381 3.53

lncyjg 14294 -0.0256 0.9452 -4.6174 5.9579 1.16

lnjdb 11280 4.8056 1.3732 0 7.0809 2.46

五、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或尽可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表 2 给出了对模型（3）的普通面板 OLS 估

计（OLS1），对模型（3）所有解释变量统一滞后一期的普通面板 OLS 估计（OLS2），以及对模型（4）

的差分 GMM 估计（dif-GMM）、系统 GMM 估计（sys-GMM）的动态面板计量回归结果。第（1）列普通

面板 OLS 估计结果表明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率未能形成技术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

这主要与前文所阐述的资本技术构成的竞劣变动致使贫困县域陷入“贫困陷阱圈”的现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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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occ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技术构成的产出水平效应是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综合

以上分析可知假说 1 已得到基本验证。另一方面，lnGsq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贫困县域财政支出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非线性关系，从而也初步验证了假说 2 的相关论断。

特别地，为了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考虑到资本技术构成、政府财政支出与贫困县域经济增

长之间有可能因逆向因果关系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已有做法（罗长远和司春晓，2020），在

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将所有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2 第（2）

列所示）显示，假说 1 和假说 2 的论断依然是成立的。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

均能显著促进贫困县域经济增长。街道办事处数量增加则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

此外，在动态计量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滞后项的引入会导致内生性，传统最小二乘估计会造成有偏

估计，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法在同时克服内生性、异方差以及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

果（Horioka 和 Wan，2006；徐春华，2017），因此有必要采用 GMM 估计方法对本文的动态计量回归模

型（4）进行估计。考虑到 sys-GMM 估计不仅可以利用更多的样本信息而且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

比 dif-GMM 估计更有效（Arellano 和 Bover，1995；Blundell 和 Bond，1998），并且 dif-GMM 容易产生弱

工具变量问题而 sys-GMM 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因此我们在报告 dif-GMM 和 sys-GMM 估计结果的同时，

借鉴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重点考察 sys-GMM 的回归结果（赵艳平和张梦婷，2021）。

表 2　实证回归结果

（1）OLS1 （2）OLS2 （3） dif-GMM （4）sys-GMM

L. lngdp 0.6357*** 0.6998***

（6.70） （36.76）

gocc -0.0172** -0.0217*** -0.0100 0.0008

（-2.43） （-3.11） （-0.94） （0.20）

lnocc 0.0776*** 0.0730*** -0.0205 0.0623***

（3.96） （3.86） （-0.72） （13.75）

lnG -0.118 0.0186 -0.7027*** -0.0976***

（-1.08） （0.14） （-3.10） （-3.68）

lnGsq 0.0299*** 0.0259*** 0.0399*** 0.0124***

（5.77） （3.97） （3.11） （8.37）

lnL 0.5059*** 0.4235*** 0.4624** 0.1974***

（4.21） （4.20） （1.99） （13.45）

lncyjg 0.2197*** 0.1984*** 0.0357 0.0910***

（12.84） （12.06） （0.66） （17.35）

lnjdb 0.0052 -0.0545* -1.7349*** -0.0081**

（0.20） （-1.84） （-5.74） （-2.57）

_cons 8.0960*** 7.8402*** 2.7177***

（12.68） （9.95） （11.97）

县域 是 是 否 否

年份 是 是 否 否

AR（1） 0.000 0.000

AR（2） 0.151 0.000

Hansen/Sargan test 0.103 0.254

adj. R2 0.880 0.881

N 7748 7746 6902 7691

注：①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和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② OLS1 和 OLS2 估计过程中均采用“异方差 -

序列相关”稳健型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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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第（3）（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gocc 在 dif-GMM 和 sys-GMM 中的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表明贫困县域中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率未能显著提升人均产出水平。另一方面，lnocc 的回归系

数在 sys-GMM 估计结果中显著为正①，再次表明贫困县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技术构成的产出水平

效应。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可知，假说 1 的论断是成立的。

在政府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无论是 dif-GMM 的估计结果还是 sys-GMM 的回归结

果，均表明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对其经济增长具有“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说明当财政扶贫支出增长到一

定规模后，有利于居民形成长期政策利好预期进而推动贫困县域经济增长。从而假说 2 的论断也是成立的。

通过计算可知，（1）-（4）列回归结果的

转折点分别出现在 lnG 取值 1.9666、-0.3591、

8.8058 以及 3.9355 处，并且这四列转折点数值均

小于表 1 中 lnG 的均值 10.6386，其中的（1）（2）

（4）列转折点的数值均小于 lnG 的最小值 4.6052，

这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中国贫困县域中的政府财政

支出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位于“U”型

曲线最低点的右边上升部分。

通过计算第（1）列结果中 lnG 对 lngdp 的边际

效应还可以看出（图 3），lnG 对 lngdp 的边际效应

的确处于大于零的区域且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②

这表明贫困县域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越快则其经

济增长速度也会越高，也说明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中国贫困县域政府财政支出更具

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政府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从而再次印证了假说 2。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sys-GMM 的回归结果还表明，贫困县域人口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正向作用

于该地区经济增长。与普通面板 OLS 估计结果类似，街道办事处数量的增加则不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参照《扶贫办关于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

搜集整理了 1997-2018 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三地州等共计 658 个贫

困县域数据，进而分析了资本技术构成变化和政府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

脱贫攻坚战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使得贫困县域的政府

财政支出更能找准关键点并精准施策，致使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

的右端，有效促进了中国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在中国贫困县域中，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追逐更

高回报为目的的自由流动使得贫困县域不仅面临着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流出而致使基本

①　虽然 lnocc 的回归系数在 dif-GMM 估计结果中不显著，但是基于前文分析可知，sys-GMM 估计更具相对优势，故我

们重点对 sys-GMM 估计结果进行考察。

②　由于 Stata16 中的 marginsplot 命令无法做出 sys-GMM 回归结果的边际效应图，因此我们依据 OLS 回归结果来考察政

府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

图 3　OLS 回归结果中 lnG 对 lngdp 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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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日益匮乏的窘境，而且陷入了“物质资本匮乏、资本吸引力丧失及相对高素质劳动力外流→资

本技术构成扭曲及竞劣变动→贫困县域技术进步阻滞→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驱动力受阻→物质

资本更加匮乏、资本吸引力进一步丧失及相对高素质劳动力加速外流”的“贫困陷阱圈”，使得贫困县

域中资本技术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存在水平效应而没能有效地发挥出技术增长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明显的政策启示：第一，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财政扶贫投入保障，切实发挥职能

作用，积极主动作为，在巩固脱贫成果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短板，支持建立有效机制。第二，拓展贫困

县就业创业空间，吸引劳动力回流，鼓励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或者参加精准扶贫项目的社会实践服务等

途径助力扶贫工程，由此发挥出资本技术构成的技术增长效应，破解贫困县域所面临的“贫困陷阱圈”。

第三，因地制宜地合理调整贫困县域产业结构，通过打造优势产业拉动贫困县域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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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and Poor Counties’ Economic Growth

Xu Chun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panel data of 658 poverty-
stricken countie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8, including contiguous areas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and three states 
that have clearly implemented special support policies,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from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nd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n poor coun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based on people-centered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Marxist humanistic thinking. 
The impact of increased fiscal expenditure in poor counties on its economic growth is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U” 
curve, indic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oor counties’ economic growth. The poor 
counties’ awkward situations in poverty trap circle, result in their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unable to dri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ively. The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in these areas has only a horizontal effect 
but not the technological growth effect. These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Poor Counties’ Economic 
Growth; Poverty Trap Circle; People-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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